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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童年创伤和家庭功能对心境障碍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影响的具体机制。方法：入组心境

障碍患者176例，其中伴自伤92例（伴自伤组），无自伤 84例（无自伤组），记录所有入组患者临床基本信息和

量表的评估。对2组间的临床基本信息及童年创伤、抑郁体验、家庭功能量表的评分进行比较。结果：伴自

伤组在情感虐待（Z=3.330，P=0.001）、躯体虐待（Z=2.400，P=0.017）、情感忽视（Z=3.160，P=0.002）、情感依赖

（Z=3.080，P=0.002）和自我批评维度（Z=3.410，P=0.001）得分均显著高于无自伤组。伴自伤组极端型家庭的

比例显著高于无自伤组，在平衡型家庭的比例上显著低于无自伤组（χ2=3.400，P=0.046）。多因素Logistic回

归分析显示，情感虐待（OR=1.113，95% CI 1.005～1.233）与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发生呈正相关

（P＜0.05）。结论：对比无自伤的心境障碍患者，伴自伤心境障碍患者抑郁体验更深；情感虐待可能是青少年

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的高风险因素；良好的家庭功能可能有助于减少童年创伤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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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specific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trauma and family

function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in mood disorders. Methods: A total of 176 pa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92 patients with NSSI and 84 patients without NSSI. The basic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scale assessment of all patients were recorded. The basic clinical information, childhood

trauma, depression experience, and family function scale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abuse (Z=3.330, P=0.001), physical abuse (Z=2.400, P=0.017), emotional

neglect (Z= 3.160, P= 0.002), dependency (Z=3.080, P=0.002), and self-criticism (Z=3.410, P=0.001) in the

group with NSS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group without NSSI. The ratio of extreme-type

family fun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group with NSSI compared to the group without NSSI ( χ 2=

3.400, P=0.046).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motional abuse (OR=1.113, 95% CI=

1.005～1.233)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NSSI in adolesc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P<0.05).

Conclusion: Mood disorder patients with NSSI may have a deeper experience of depression. Emotional abuse

may be a risk factor for NSSI in adolesc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Good family function may help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trauma on NSSI in adolescents.

Keywords non-suicidal self-injury; mood disorder; childhood trauma;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s）是由多种原

因引起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精神障碍，可分为

双相情感障碍、抑郁障碍等几类亚型，近年

来，双相情感和抑郁症发病率显著上升 [1]，

这些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精

神痛苦和经济负担。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

常伴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

injury，NSSI），是指个体在没有明确自杀意

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系列故意、直接地伤害

自己身体器官和组织，且不会导致死亡的行

为[2]，传统观点认为自伤与边缘型人格障碍

密切相关，然而，最新研究表明，自伤在心境

障碍患者中也很常见，一些青少年心境障碍

患者常会用自伤来调节他们的负性情绪[3]。

在对自伤行为的解释上，体验回避模

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EAM）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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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的主要功能是缓解负性情绪，而当个体通过自伤

的方式达到缓解负性情绪的目的时，则自伤行为就被

负强化，从而使自伤行为增加[4]。然而，在面对负性情绪

时，并非所有的心境障碍患者都会选择自伤，自伤作为

一种消极应对的行为表现[5]，与童年创伤经历以及家庭

环境有很大关联[6,7]，故本研究想进一步厘清，童年创伤

和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的影响。

童年创伤是指个体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所遭遇的

创伤经历，包括所有种类的身体或情感的虐待、忽视及

性虐待等[8]。既往的研究表明童年创伤是影响心境障

碍发病率的重要因素[9,10]，且是青少年多种不良心理行

为的危险因素，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个体在面对负性情绪

时更易采取不良的应对方式，比如物质滥用、自伤等[11]，

在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中，与无自伤的患者相比，伴自

伤的患者早年创伤经历的比例更高[12]。

家庭作为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场所，对儿童的心

理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良好的家

庭功能可以减轻童年创伤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和自伤

行为[13]，反之，一个缺乏亲密度和凝聚力的家庭环境则

会使青少年更易受心境障碍的困扰[14]，且更易出现自

伤行为[15]。与无自伤的青少年相比，有自伤青少年的

家庭往往有明显的功能障碍，比如混乱、沟通不畅和过

度保护等[16]，而一个温暖、有回应和支持性的家庭则可

以降低青少年消极想法和消极行为的发生[17,18]。

既往的研究多关注童年创伤和家庭功能与非临床

青少年群体中自伤行为的关联[13]，本研究以青少年心

境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心境障碍伴自伤和心境障

碍无自伤两个群体在抑郁体验、童年创伤和家庭功能

上的差异进行比较，以期了解童年创伤和家庭功能对

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影响的具体机制，为此群体的

自伤防控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取样，于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7 月期

间，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抑郁病房和抑郁门诊取样，

经两名主治医师评估后，再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

研究生进行施测。纳入标准：符合 ICD-10心境障碍诊

断分类标准；年龄 13～25岁；患者及家属同意参加此

项目，并签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脑器质性疾病；严

重的躯体疾病；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根据DSM-5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诊断标准分为伴自伤组和无自伤组。本

研究通过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筛查，调查

前均得到患者及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收集表、抑郁体验问卷、童年期创伤

问卷、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对受试者进行测评。

1.2.1 一般资料收集表 记录患者的基本资料，包括

性别、年龄、既往精神疾病史、家族精神疾病史、物质使

用情况等信息。

1.2.2 抑郁体验问卷 抑郁体验问卷（Depressive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DEQ）是Blatt 等为评估抑郁

的内心体验于1974年编制完成，再由方建群等修订成

中文版[19]。该量表共有66个条目，7点计分，分为情感

依赖性、自我批评和效能感三个分量表，某一分量表得

分越高，表明个体此特征越明显。此量表在多项研究

中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61。

1.2.3 童年期创伤问卷 童年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items Short Form，CTQ-SF），

由美国纽约心理学家Bernstein和 Fink于 1998年编制

完成，再由赵幸福等修订成中文版[21]。该量表共有28个

条目，分为5个分量表：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

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其中有 3 个条目作为效度评价。

每个条目采用 5点计分，得分越高则代表童年创伤经

历越多。此量表已在多项研究中被证明有较好的信效

度[2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9。

1.2.4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 中文版家庭亲密度

与 适 应 性 量 表（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FACESⅡ-CV）由Olson等于 1982年

在FACESⅠ的基础上新开发，其中文版由费立鹏等于

1991年修订[22]，包括两个分量表，其中亲密度 16个条

目，适应性14个条目，总共30个条目，5级评分，用于评

估家庭的两种功能。既往研究中用中国正常人家庭的

均值和标准差将家庭亲密度分为松散、自由、亲密和缠

结，将适应性分为僵硬、有规律、灵活和无规律，以此来

区别 16个家庭类型[22]，当两个维度都处于极端水平时

则为极端型家庭，当某一维度处于极端水平而另一维

度处于正常水平时则为中间型家庭，当两个维度都处

于正常水平时则为平衡型家庭。此量表在临床上的应

用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7。

1.3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 EpiData3. 1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

录入，应用SPSS 21.0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对于

连续性计量资料，若符合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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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标准差）表示；若不符合正态分布，以秩均值描

述。计数资料以例（百分比）表示。符合或近似符合正

态分布的连续性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若两

组数据不全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性计量资料，采用

Wilcoxon 检验；若两组数据均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

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童年创伤和家庭功

能对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影响。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受试者基线资料

共回收问卷181份，有效问卷176份，其中住院样本

126份，门诊样本50份，其中伴自伤的青少年92例（伴

自伤组），无自伤的青少年84例（无自伤组）。2组的病

程、民族、职业、利手、既往精神疾病史、家族精神疾病史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自伤患者的平均年龄

显著低于无自伤患者（t=－5.25，P＜0.001），其女性比例

（χ2=4.003，P=0.045）、抽烟比例（χ2=9.370，P=0.009）、喝

酒比例（χ2=11.038，P=0.004）均高于无自伤组。见表1。

2.2 伴自伤组和无自伤组童年期创伤及抑郁体验问卷

各维度比较

在 CTQ-SF 各维度上，伴自伤组在情感虐待（Z=

3.330，P=0.001）、躯体虐待（Z=2.400，P=0.017）和情感

忽视（Z=3.160，P=0.002）得分均显著高于无自伤组。

在DEQ各维度上，伴自伤组在情感依赖（Z=3.080，P=

0.002）和自我批评维度（Z=3.410，P=0.001）得分均显著

高于无自伤组，见表2。

2.3 伴自伤组和无自伤组家庭类型分布情况

2组中较多患者都认为他们的家庭为“僵硬-松散”

型，即极端型家庭，将自伤组和非自伤组在极端型家庭

和平衡型家庭的分布情况进行χ2检验，结果显示，两种

家庭类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400，P=0.046），

其中伴自伤组极端型家庭的比值高于无自伤组，而在

平衡型家庭的比值上低于无自伤组，见表3。

2.4 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将上述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

（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和家庭类型）纳入多因

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童年创伤和家庭功能

对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回归模

型最终解释了 64.4%的变异量（χ2=17.87，R2=0.16，P＜

0.01），情感虐待是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自伤的独立风

险因素，见表4。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伴自伤组遭遇童年创伤的比例

显著高于无自伤组，且抑郁体验更深，其家庭功能不如

无自伤组。

首先，本研究结果发现，伴自伤组的平均年龄显著

组别

无自伤组

伴自伤组

t/χ2值

P值

例数

84

92

年龄/

[岁, (x±s)]
19.30±3.39

16.81±2.78

－5.250

0.000

性别

（男/女）

24/60

14/74

4.003

0.045

受教育年限/

[年, (x±s)]
11.06±2.76

12.75±3.42

－3.420

0.353

病程

[月, (x±s)]
21.43±17.45

16.03±18.70

1.265

0.950

民族

（汉/少数）

83/4

79/1

1.608

0.205

职业

（学生/其他）

77/10

63/12

1.328

0.723

组别

无自伤组

伴自伤组

t/χ2值

P值

利手

（左/右）

1/87

3/73

1.354

0.245

重大躯体

疾病史（有/无）

8/66

5/70

3.453

0.178

既往精神

疾病史（有/无）

8/65

13/58

2.355

0.308

家族精神

疾病史（有/无）

15/62

17/58

1.398

0.497

抽烟

（抽/不抽）

15/65

5/75

9.370

0.009

喝酒

（饮/不饮）

28/52

13/67

11.038

0.004

表1 有无自伤心境障碍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无自伤组

伴自伤组

Z值

P值

例数

84

92

CTQ-SF

情感虐待

58.53

82.55

3.330

0.001

躯体虐待

62.99

79.85

2.400

0.017

性虐待

76.58

71.64

0.79

0.431

情感忽视

59.31

82.08

3.160

0.002

躯体忽视

67.23

77.29

1.400

0.161

DEQ

情感依赖

75.58

99.2

3.080

0.002

自我批评

74.27

100.39

3.410

0.001

效能感

92.36

84.07

1.080

0.279

表2 有无自伤心境障碍患者童年创伤和抑郁体验问卷各因子比较（秩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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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无自伤组，其女性比例、抽烟比例、喝酒比例均高

于无自伤组。既往的研究结果表明，自伤多出现在年

龄较小的青少年中，在年龄较大的青少年中有所下降，

首次自伤的平均年龄为 13.9岁，大多数青少年自伤发

生在 13～15岁之间[23]，而自伤较强的风险因素包括女

性、酒精或药物使用等[24]。

其次，在本研究中，伴自伤组在情感依赖性和自我

批评得分上显著高于无自伤组，其中高度情感依赖的人

易患依赖性抑郁症，其特点是无助感、害怕被遗弃和依

赖他人，且这部分特点常与边缘性、依赖性人格特质相

关；高度自我批评的人容易患内省性抑郁，其特点是对

自己的标准过分严格，自罪感、无价值感和自尊心丧失，

这部分的特点常与自恋性、强迫性人格特质相关[19]。本

研究结果说明，相对于无自伤组，伴自伤组的抑郁体验

更深，其无价值感、自罪感和无助感可能更强烈，且可能

更多地与边缘性、强迫性等人格特质相关，既往研究表

明，自伤与重度抑郁症的相关性更强[25]，且双相或混合

状态可能与更严重的自伤关联性更强，因有自伤史的

个体相较于健康群体有更高水平的自我批评和更强烈

的无助感[26]，故抑郁情绪可能是引发青少年自伤行为

的一个风险因素，尤其是自罪感和无价值感等情绪。

再次，本研究发现，伴自伤组遭遇过情感虐待、躯

体虐待和情感忽视的比例显著高于无自伤组，而在性

虐待和躯体忽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结果与既往

研究一致[3]。其中情感虐待指的是言语攻击、侮辱和贬

低他人；躯体虐待指的是父母或他人对16岁以下的少

年儿童施予躯体暴力；情感忽视指的是父母或他人在

较长的时间内忽视或否认个人情感需求[8]。既往研究

表明经历过童年期创伤的个体更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的

心理和行为问题[27]，有童年创伤心境障碍患者相对比

无童年创伤的心境障碍患者来说，其抑郁症状可能会

更严重，病程更长[28]，且相对来说经历过情感虐待和情

感忽视的青少年更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29]，故在成长

过程中经历过此类创伤的患者更有可能在养育过程中

缺乏来自养育者的镜映、肯定、稳定的在场以及容纳，

这可能导致患者情感识别与调节功能的缺陷，而自伤

在此过程中可能对情绪起到“容器”的功能，对患者的

情绪调节有一定的作用[15]。

最后，在本研究中，伴自伤组极端型家庭的比例显

著高于无自伤组，平衡型家庭的比例显著低于无自伤

组，此结果说明不良的家庭功能可能会增加青少年自

伤行为的风险[13]。另外，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尽管家庭功能和不同类型的童年创伤与青少年

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相关，但本研究发现，情感虐待

与自伤的相关性最强，其结果可能与不同量表之间的

交互作用有关，前人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功能可能会

降低童年创伤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风险[30]，故良好的

家庭功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躯体虐待和情感忽视

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是一个横断面研究，无法评估预测因素与

自伤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对童年创伤的回顾上可

能存在一定的回忆偏倚；其次，难以排除人格障碍的共

病，且研究过程中没有将心境障碍患者中的抑郁和双

相区分开来，门诊样本和住院样本可能有一定的混杂；

最后没有将预测因素与自伤的严重程度的关系做进一

步明确。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本研究结果为区分

伴自伤心境障碍患者和无自伤心境障碍患者的不同特

点提供了一定的证据，相对比无自伤组的心境障碍患

者，伴自伤组在抑郁体验的程度更深，遭遇情感虐待和

情感忽视的比例更高，且家庭功能也相对较差。这提

示，关注自伤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帮助其学会调控情绪

的方法和对自伤青少年的家庭进行干预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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